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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政策营销

———以广州市垃圾分类为例
陈晓运　 张婷婷

【摘要】政策营销是政府利用营销观念和策略争取公众接纳和支持某项公共
政策的过程。论文以广州市垃圾分类政策为例，描述地方政府的政策实施，指
出争夺政策议程、回应行政压力和社会动员困境促成政策营销的开展，而政策
产品设计、通路构建和公众促销是政策营销的运作技巧。政策营销的广州实践
呈现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调试及其与公众的互动，案例分析为后续研究提出了新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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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利益多元化和博弈复杂化的时代，与之伴随的是
政府治理的变革。一方面，随着各类利益群体的政策影响力的增强，地方政府
越来越重视寻求公众的政策支持，关门决策的现象有所改变，这使得公众参与
面对越来越开放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机会（王绍光，２００６）。另一方面，由于中央
政府鼓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开展政策试验（韩博天，２００８），部分地方官员
也在推行拓展公众参与和政策协商的基层探索（朱亚鹏，２０１４；朱亚鹏、肖棣
文，２０１４），从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而提升治理绩效与施政合法性（何增
科，２００７；俞可平，２００８；李凡，２００８）。

这表明重视公众政策支持的政府治理模式正在逐渐兴起。本研究关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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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争取公众接受和支持某一项公共政策，从而使得公共管理在既定制度
框架中有序推进。

针对这一问题，政策营销（也称之为“政策行销”）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的
研究提供了可供解答的理论工具。“营销”一词来自商业领域，指的是市场主体
向顾客群体兜售产品的行为。２０世纪末，在欧美公共行政学界推崇新公共管理
的背景下，倡导公共部门学习市场部门的“顾客导向”，将公众看作“政策买
家”的研究日渐盛行，“营销”的概念被拓展运用到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陈敦
源、鲁炳炎，２００８）。最近数十年来，许多欧美国家的政府管理实践也越来越多
运用市场营销手法提升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争取民众的政策支持
（Ｍａｕｓｅｒ，１９８３；Ｗａｔｚｋｅ ＆ Ｍｉｎｄａｋ，１９８７；Ｗａｌｓｈ，１９９４）。在中国，政策营销则
是政府治理的新近现象。譬如部分研究就发现，中国的政府治理已不仅仅局限
于强制灌输、利益动员和信息发布等方式，而是更加重视公众的影响力，注重
分析识别、评估预判、匹配满足公众需求，并通过政策营销创造政府与公众的
共识（谭罛、严强，２０１４）。

政策营销强调的是让公众接受和支持某一项公共政策的柔性手法。在奉行
选举民主、政党政治和议会体制的欧美国家，政府与公众的政治关系具有“市
场关系”的特性，公众作为政策的“购买者”既有选择政策生产商的权利，也
有拒绝购买某项政策的能力，这使得公共管理者不仅需要设计各种政策供选民
筛选，而且还要让其获得选民的接纳。针对这一实践过程中的政府与公民关系，
在《政府部门营销：一种公共政策模型》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一文中，基斯·斯内夫利（Ｋｅｉｔｈ Ｓｎａｖｅｌｙ）（Ｓｎａｖｅｌｙ，１９９１）
指出，政策营销是指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价值、观念、资源和利益等的“交换”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政策实施方式。汉斯·鲍莫（Ｈａｎｓ Ｂｕｕｒｍａ）
（Ｂｕｕｒｍａ，２００１）更是提出，政策营销是政府利用营销观念与策略使公共政策获
得公众接受和支持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公共管理者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服务与
被服务的关系，而政策能否被选民接受、认可并得到执行是政府政策合法性和
施政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与此同时，政策营销还强调公共管理者在理念上的转换。苏伟业（２００７）指出，
政策营销常常仅被视为宣传（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公关（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促销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或“打广告”（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的代名词，但这些词汇只是呈现了政府的
工具选择，而并非可以完全指称政策营销。政策营销并不仅仅是政府机构及其人员
增进与公众之间的政策共鸣从而提升执行的成功机率的政策阶段，而是代表管理者
在理念上的转变，是公共权力调整行使方式，利用更多政策受众接纳的方式制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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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政策。正如拉里·科夫曼（Ｌａｒｒｙ Ｌ． Ｃｏｆｆｍａｎ）（Ｃ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８６）所言，政策营
销是公共部门围绕公共服务设计、规划、传递和民众反馈的持续循环过程，是
促进政策设计匹配公众需求的政府管理方式（转引自：陈敦源、鲁炳炎，
２００８），是行政民主化、施政专业化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现。

总的来说，既有文献提供了政策营销的若干分析维度。第一，区分了“政
策营销代理”“政策目标顾客”等主体，并提出政策领袖或政策企业家（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是政策营销代理的核心主体，而公众是政策营销受众。第二，提
出了政策营销的核心概念，譬如政策营销的产品（Ｐｒｏｄｕｃｔ）、价格设定
（Ｐｒｉｃｅ）、通路（Ｐｌａｃｅ）、促销手段（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和伙伴（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等（丘昌
泰，２０１１）。第三，归纳了政策营销的过程，譬如划分营销阶段、采用顾客导向
战略、细分市场和确定目标市场、识别竞争对手、利用市场营销４Ｐｓ （产品、价
格、渠道和促销）组合策略、监控政策效果和调整方案等（Ａｌｔｍａｎ ＆ Ｐｅｔｋｕｓ，
１９９４；Ｃｈａｐｍａｎ ＆ Ｃｏｗｄｅｌｌ，１９９８）。第四，提出有效政策营销的运作模式。譬如
科特勒（科特勒、李南西，２００７）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有效价格、诱因与罚
则，发展最适化通路，创造与维持品牌，与目标对象进行有效沟通、形成策略
伙伴等手段提升营销的实效性。

最近十余年间，政策营销及其分析维度逐渐被运用于公共政策的实证研究
与对策分析。譬如，台湾学者将政策营销用于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野生动物
保育政策、师资培育政策、国民旅游与观光政策、公共建设用地取得政策等领
域的分析（杨晴宇，２００３；黄国敏、张碧琴，２００９；张竣杰，２０１３）。这些研
究所指向的台湾地区与欧美国家在政治体制和社会脉络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其政策营销实践主要是基于新公共管理蓬勃发展和公民社会影响决策过程
兴盛的背景。

尽管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与之不尽相同，但政治机会空间的拓展与公众政
治参与的兴起也激发学者们关注中国政府的政策营销。目前的研究主要包括三
类。一是聚焦在政策营销的概念和分析方式引介，包括阐明政策营销的主体是
政府机关，目的是服务于公共政策推进，以及在策略选择上更加侧重激励和诱
导的形式（谭罛，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二是集中于政策营销的意义阐述，包括阐明作
为政府治理转型路径的政策营销对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政策工具应用和政民互
动话语选择的作用（郑锷、刘晨，２００７；朱静，２０１１；章兴鸣，２０１３）。三是
侧重分析政府的经济政策营销，譬如旅游局如何推销地方旅游项目等（周月鲁，
２００５；熊元斌，２００８；汪腊，２００９）。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一是重视理论引介、
少有实证研究，二是注重经济营销分析，少见关于政府营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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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政策的分析。
因而，关于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何及如何开展政策营销的问题仍然具有学术

探讨的空间。这一问题的解答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地方政府的政策营销机
制，也有助于我们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适应陆续涌现的公众参与并实现有效治理。

本文试图以广州市政府推行垃圾分类政策为例，呈现地方政府政策营销的
动力机制和营销技巧，探讨地方政府与公众的政策互动。案例选择的原因在于：
垃圾分类涉及环境卫生和生态保护，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事项，而近
年来广州市政府一改过往独断制定和单向执行垃圾政策的做法，鼓励、引导和
支持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政策过程，体现了政府与民众政策互动的转变，为观
察和探讨地方政府政策营销的实践过程提供了标本。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来自
２００９年至今我们的实地调查，包括：与相关政策制定者、政府频密互动的媒体
人和环保组织负责人的深度访谈；对政府政策执行的参与式观察；对媒体报道
和档案资料的整理；对政策实施情况的公众问卷调查。

二、经验案例：垃圾分类的政策营销

（一）基本背景

当前，地方政府普遍面对“垃圾围城”问题。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指出，
截至２００６年，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王聪聪，２０１３）。广州是
其中之一。《广州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广州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从１９９０年的
１０５万吨／年增至２０１０年的３５６ ６２万吨／年，二十年间涨幅约２４０％，目前日产
垃圾达１ ８万吨。

虽然“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是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目标，然而，地
方政府的治理应对主要聚焦无害化处理。早在２０００年，原国家建设部就确定北
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是，试点
工作大多局限于环保宣传、垃圾费收取和分类标准设计等，政策重心主要放在
后端无害化处理设施（垃圾填埋场、焚烧发电厂）建设，《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即通过卫生填埋、焚
烧及其他技术处理的生活垃圾量对当年生活垃圾清运总量的占比）为５８ ２％，
２０１２年则已增至８４ ８％。

无害化处理设施兴建间接削弱了垃圾分类的推行力度。以广州为例，截至
２００５年全市生活垃圾日清运量约为７ ６７１吨，而此时建成的后端处理设施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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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量合计已达７ ５２０吨。虽然《广州市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提出“大力
宣传、鼓励和促进节约型消费方式……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要求，
但同时要求２０１０年前扩容和建设垃圾后端处理设施总规模达到１４ ４００吨。换言
之，如若后端处理设施兴建顺畅，垃圾分类的紧迫性并不凸显。
２００６年之后，上述现象发生了转变。全国多个城市先后爆发反对垃圾后端

处理设施建设的群体性事件，公众不愿与垃圾处理设施毗邻而居的“邻避心理”
被激活，抗议行动此起彼伏，相关项目每每被迫搁置。广州同样如此。２００９年
广州市政府宣布建设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遭到市民持续激烈抵制，甚至发生
上千市民聚焦市政府门口抗议的事件。在此过程中，公众提议通过垃圾分类应
对“垃圾围城”。这一建议被政府公开采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广州市宣布暂缓建
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展垃圾处理“全民大讨论”、垃圾分类减排试点、垃圾后
端处理项目选址征求公众意见等工作，垃圾分类重新进入政策议程。

这为政府一方加大力度推进垃圾分类，以及公众一方深化垃圾分类倡导提
供了契机。譬如，２０１０年年初广州市将垃圾分类纳入年度政府重点工作，而专
注垃圾分类的人大代表、草根意见领袖等也积极参与其中。

我的提案里面就说了，前年去年都有，都有说要为垃圾分类做好配套
……（作者对广州市政协委员Ｐ先生的访谈。访谈资料编号：Ｐ２０１１０４２７）

但是，由于垃圾分类要求改变公众生活习惯，如何争取公众的认可与支持，
成为地方政府政策推进的难题，广州市垃圾分类的政策营销由此展开。

（二）发展过程

２０１０年１月中旬，市政府发起以“广州垃圾处理政府问计于民”为主题的
为期两个月的公众意见网络征询活动，并在多家网络媒体上同步进行，同时公
布多种意见表达渠道，开设市民建言热线。
２０１０年２月下旬，市政府邀请全国各地３２位专家学者召开专家咨询会，结

合公众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围绕“如何推进垃圾分类回收处理”“广州市应采
取何种方式处理生活垃圾”“如何加强对垃圾处理的环保监督”三个议题展开探
讨，并形成专家意见书。同时，市政府开始推行和鼓励各类垃圾分类社区试点。

此外，市政府加快垃圾分类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步伐。２０１１年４月，广州市
出台了我国首部城市垃圾分类管理法规，明确了垃圾分类的政策目标、责任主
体、垃圾类别和惩戒条款等。再有，拟定《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评价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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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办法（试行）》，设立“生活垃圾分类优秀单位奖” “环境友好家庭奖”和
“生活垃圾分类贡献奖”等奖项，对垃圾分类的积极市民、环卫工人等给予物质
和精神奖励（田欣，２０１１）。以及开展垃圾分类大检查，对没有按照要求推进垃
圾分类的区域进行“红黄牌”警告等。
２０１１年底，陈建华履新广州市长，一上任即重点关注和推进垃圾分类。以

落实２０１２年《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００２号决议实施方案》（主题关于推进
城市废弃物处置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为契机，市政府明确全面推行垃圾分类，
并开展多项工作。第一，出台政策文件。譬如《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民
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意见》 （穗府〔２０１２〕２４号）、《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收集、运输、处理规程》《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暂行
办法》等。二是加强组织保障。包括：成立由市长牵头的市环保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固体废弃物处理工作办公室，明确部门职责分工；下达《固体废弃物处理
工作目标责任书》；确定每年７月份召开全市垃圾分类部署动员大会。三是加强
公众参与。成立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咨
委”），吸收包括意见领袖、专家学者、社会组织代表等进入决策咨询。

２０１２年底前，配备分类投放所需垃圾桶，向全市居民派发垃圾分类投
放指引，在１２个区（县级市）城镇全面推开城市垃圾分类；２０１５年底前，
基本实现全民垃圾分类，建立健全垃圾分类处理整套工作体系，形成垃圾
分类处理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资源化回收率达到４０％，资源化利用率达
到５５％，城市垃圾填埋、焚烧处理量在２０１０年基础上人均减量１０％。（广
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２）

政府主官还率先垂范。陈建华频繁公开为垃圾分类造势，不仅自编垃圾分
类顺口溜（“能卖拿去卖，有毒单独放，干湿要分开”），提出垃圾是“城市矿
产”的说法，发表市长公开信呼吁公众为垃圾分类出谋划策，还专程远赴纽约
等国外城市考察学习经验。

同时，市政府加大媒体传播力度。广州市不仅明确要求本地媒体履行垃圾
分类宣传职责，而且推动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进入社区开展垃圾分类
试点；同时，广州市地铁、电视等媒体开始密集播放垃圾分类公益广告；此外，
２０１２年３月广州市建立国内首个市政府常务会议会后即时新闻发布制度，６月
再创市政府领导定期新闻发布会制度，对发布会进行全程网络直播、设立网友
提问环节等，其中多次涉及垃圾处理和垃圾分类问题。２０１４年４月，市政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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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广州市垃圾分类”微信订阅号，借之定期发布垃圾分类的新闻信息、工作
动态、知识普及和益智游戏等内容。

图１　 广州市垃圾管理工作的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广州城管委垃圾分类管理处所制并公开发布。

此外，市政府还开展垃圾分类的大型活动。譬如，２０１４年６月，市政府专
题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广州市创建全国垃圾分类示范城市万人行工作方案》，
同月起，广州市先后组织１３批共计１０ ０００余人（包括市政府四套班子领导、
“千名学校校长”“千名家庭妇女”“千名志愿者”等）参观市垃圾处理场所，
且由市长亲自带队导游。

最后，市政府在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政策配套上积极着力。以２０１３
年为例，根据市城管委统计，全市共新投入各类分类收集容器２０６万个，配发
垃圾袋４６０万个；配置分类收集、运输车辆２５２台，基本完成第一批３６座分类
压缩站升级改造，并启动了第二批５９座垃圾压缩站升级改造前期工作。调整优
化厨余垃圾收运线路９５条、有害垃圾收运线路１５条。建立有害垃圾储存库３９
个，初步实现有害垃圾分类收运处置。这为垃圾分类投放、分类运输等提供了
硬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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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效与问题

２０１２年，我们对广州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市民对垃圾分类的认可率、
知晓率和参与率。考虑政府在试点社区倾力较多，较能体现政策营销成效，因
此，我们随机选取４５０位试点社区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９８％的广州市民
认同垃圾分类可以变废为宝、节约资源和减少环境污染，并且认为如果垃圾问
题没有很好解决会影响居住品质，并认同要以切身参与推动垃圾分类。８７ ４％
的居民知道政府正在推行垃圾分类，８４ １％的居民表示自己小区“有宣传并正
在做垃圾分类”。除较高的知晓率之外，垃圾分类的积极市民涌现，各类利益主
体踊跃参与，企业、媒体、ＮＧＯ等纷纷介入垃圾分类工作。这些成效也体现在
政府数据统计中。市政府发布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全市生活垃圾焚烧、填埋总量
同比减量３ ０９％，回收废弃物２４５ ７万吨，资源回收率达到３５％以上。
２０１４年上半年，我们又走访了广州市１０４个开展垃圾分类的社区，并抽取

若干社区深入跟踪，实地记录垃圾分类的开展情况和社区居民报告的参与情况。
调研发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垃圾分类宣传推广工作较为频繁，不仅广州的
公共场所密布垃圾分类宣传广告，而且社区大多张贴海报和设置公示牌和宣传
栏，标明垃圾分类要求，以及负责人、联络人或指导员电话等，部分社区还设
置了垃圾分类宣教室并不定期开展活动。

尽管如此，垃圾分类推行仍然存在不少问题。２０１４年６月，广东省现代社
会调查与评价研究院对广州１２个区市１０９７名市民垃圾分类调研结果显示，对
垃圾分类表示“非常了解”和“大概了解”分别有２７ ４％和６３ ６％，仅１２％
的居民表示会严格分类投放垃圾（万宇，２０１４）。我们在走访过程中也发现，尽
管部分被访市民认可垃圾分类并亲身践行，然而，仍有许多市民难以习惯垃圾
分类的生活方式，或是不清楚垃圾分类的具体操作（如分为几类、投放何处），
或是质疑市民分类垃圾被混装运输，甚至对垃圾分类不置可否且不予理会等。
换言之，实现全民垃圾分类仍是任重道远。

三、政策营销的机制分析

上述案例描述呈现了广州市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的大致过程，展示了政府争
取市民认可与支持的相关举措。这为从理论上探讨地方政府的政策营销提供了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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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销动力

政策营销是一个针对政策受众开展沟通、说服从而争取政策支持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地方政府选择营销政策，而非延续垃圾分类的常规化宣传或者强
制性推行？就广州案例而言，可能的因素有三。

首先，政策营销是地方政府争夺政策议程的方式。案例中，在２００９年市政
府遭遇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公众抗议之后，推进垃圾分类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的政策主张成为一项社会意见。这一政策主张援引“环保”“生态”和“可
持续发展”等国家话语，具有政治合法性，也得到社会广泛支持。这样一来，
偏重后端处理设施建设的政策议程不得不重新考虑呼吁前端垃圾分类的公众诉
求，政府对政策议题的内部筛选和专断决策机制部分失灵，公众的议程设置能
力相应占优。在社会倒逼之下，地方政府通过接纳公众意见，满足社会舆论的
备选方案呈送，有利于将垃圾处理问题（包括前端减量和资源化利用以及后端
处理设施建设）的政策编排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在公众激烈抵制焚
烧厂建设和应对“垃圾围城”的治理刚需的拉锯困境间寻找平衡点。

“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垃圾处理问题高度关注，年初
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城市废弃物处置利用的００２号决议，专
门就垃圾处理工作形成人大决议，这在广州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解决垃
圾问题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垃圾处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并不
是一夜之间就能解决问题的，也不是仅仅依靠政府就能做到的。（广州市长
陈建华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０日在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部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陈建华，２０１２ａ）

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让广州下决心推进垃圾分类，源头减量，我们和
巴索（抗议积极分子）他们也经常沟通，大家一起来推动。（作者对广州城
管委Ｚ处长的访谈。访谈资料编号：Ｚ２０１５０１３０）

其次，政策营销是政府体系“上压下行”的结果。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地
方政府的运作是对各种自上而下的压力进行回应，特别是对上级下达的经济赶
超指标进行数量化任务分解，在这其中，上级“加压驱动”，下级像“热窝蚂
蚁”，上级指令催生下级的各类活动（杨雪冬，２０１２）。案例中，广州市长陈建
华是关键的压力塑造者，通过推动出台各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评估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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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为垃圾分类活动站台，政府主官引导垃圾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方案设计，
给职能部门和基层官员传递了“领导重视”的信息，激发了行政体系内上行下
效的活力。同时，政府主官频繁的政策宣示也吸引了公众注意力，激活社会力
量参与，形成公共舆论和民意氛围，从而强化和合法化市政府对相关部门和基
层政府不作为的牵制和问责，倒逼其执行相关政策，避免行政部门各自为政，
面对难缠问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采取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乃至欺骗应付上
级督查（艾云，２０１１；杨爱平、余雁鸿，２０１２）。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地方
政府既借举办亚运会、“创建文明城市”“创建卫生城市”等任务开展垃圾分类
动员，给部门和基层政府布置任务；也依托媒体的政策传播、公众的政策关注
和专家的政策评论等督促政策落地执行。

近来年，多次派员前往先进国家、地区和城市学习借鉴垃圾处理的先进
经验做法，探讨解决我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有效路径，先后制订出台了一系
列推进垃圾处理的政策法规，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各类媒体积极
发挥宣传主阵地作用，大力宣传和推广垃圾分类处理，广大市民和有识之
士也纷纷献计献策，全社会要求重视和解决垃圾问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各区（县级市）主要领导要强化大局意识，树立“一盘棋”思想，按
照已经立下的“军令状”，履行“守土”之责，对辖区内生活垃圾分类动
员、收集、运输、处理，垃圾处理设施的规划选址、征地拆迁、落地建设
和生态补偿工作、维稳工作负全责，切实把工作做细致、做深入、做扎实。
各街（镇）是生活垃圾分类的直接责任主体，要认真做好本辖区生活垃圾
分类宣传动员工作，指导和督促社区、居民小区、机团单位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确保垃圾分类取得实效。（广州市长陈建华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０日在
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部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陈建华，２０１２ａ）

说句实在话，自从上任以来，我至少一半精力都花在垃圾分类上……搞
垃圾分类，全市９０％以上的人都赞成，实际操作垃圾分类，９０％的人都嫌
麻烦……让市民养成分类的习惯很重要……有个推进过程，不可能一下子
看到效果……你们（媒体）的支持就是给我信心啊……（广州市城管委主
任李廷贵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８日接受媒体采访的回应）（裘萍，２０１０）

市长这么大力推这个事情，区领导肯定重视，你说评比的时候落后了怎
么办，大家也是要这个面子的，而且，上面领导关注，你把他关注的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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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在推，多少会有留一些印象……区领导重视，街道自然就重视，有时
候你可能觉得报告里面的“领导重视”几个字很虚，但实际工作推动了你
就理解这几个字的重要性……（作者对广州市Ｙ街道负责人的访谈。访谈
资料编号：Ｙ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最后，政策营销是政府动员社会参与的需要。从政策营销的角度看，公众
在政策产品的“流通”环节具有“购买”与否的主导权。具体而言，尽管政府
设置政策议程，推进政策执行，但是，一旦公众不愿意接受某一项政策，他们
总能通过公开的或隐秘的方式不予配合，从而造成政策难以落地。案例中，虽
然地方政府制定了垃圾分类政策法规，设置了激励性、强制性或惩戒性条款
（譬如对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市民进行罚款），然而，它并没有充足的力量配备保
障条款实施。譬如，政府要求社区居民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投放业已分类的垃
圾，但是，即便它们要求居委会、物管公司、环卫工等进行监督，如果居民不
愿意遵守政策，他们仍然可以通过随意丢弃让政策流于形式。因此，垃圾分类
必须获得公众的认可、认同乃至践行，政策营销即是动员公众参与的重要手段。

市委、市政府专门就垃圾分类处理这一问题，召开全市性大会进行动员
部署，在广州还是第一次。目的就是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广州
市长陈建华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０日在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部署动员大会上的讲
话）（陈建华，２０１２ａ）

从社会参与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主体只有互动起来，真正从原来政府作
为保姆式的垃圾处理转化为垃圾管理，再上升为社会治理或者垃圾治理的
角度来看，只有互动起来，才能够真正把各种力量聚集在一起，来推动垃
圾分类。（作者对城管委Ｚ处长的访谈。访谈资料编号：Ｚ２０１５０１３０）

（二）营销方式

为了破解“垃圾围城”，地方政府依据“购买者” （公众）的需求设计政
策，并借助多种渠道予以推销，从而解决“营销什么”“谁来营销”和“如何
营销”的问题。

首先，“产品”是政府与公众之间发生“交换”（Ｅｘｃｈａｎｇｅ）的中介，是政
策营销的核心承载。产品既是供给（Ｏｆｆｅｒｉｎｇ），即能引起人们注意、获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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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从而满足双方利益或需要的一切东西（Ｇｒｏｓｓ ＆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７；科特勒，
１９９７）；又是服务（Ｓｅｒｖｉｃｅ），即涵盖责任、尊重和认可等价值取向并体现公共
利益（Ｐａｇｅ，１９８３；Ｂｕｔｌｅｒ ＆ 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９５）。案例中，垃圾分类是塑造公众价
值取向、生活需求，使之成为个体行为选择的过程。地方政府并没有延续内部
文件制定和常规环保宣传的施政套路，而是对垃圾分类政策进行了再设计。

一方面，政策产品被重新定位。在常规的政府宣传中，城市生活垃圾是一
种“代谢物”形象，是需要被“无害化”处理从而保障城市卫生清洁和市容市
貌的“废弃物”。这一套“卫生话语”的灌输强化了公众对垃圾的负面认知意
象。在营销式施政过程中， “资源话语”取代了“卫生话语”，垃圾被命名为
“放错地方的资源”“城市矿产”，政府也通过“城市矿产论坛”等活动予以推
销。这不仅重新塑造垃圾的形象，而且与“环保”“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等
国家话语对接，同时还迎合了环保积极份子和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方向，容易
获得更广范围的认可。

我们可以将城市的矿产定义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剩余产品……将城
市矿产的开发，将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剩余物进行循环的再利用，这是被
动情况下主动的作为，对环境的一种保护……我们要建设美丽的中国，要
建设生态文明，一定要从具体的工作做起，要从主动的作为作起，我们相
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城市矿产开发，一定能够为国家的循环经
济的发展，对城市而言，破解资源紧缺，垃圾围城的环境和经济的难题提
供新的动力，提供新的视野，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广州市长陈建华２０１３
年３月３１日在“第二届岭南论坛”上的演讲）（陈建华，２０１３）

表１　 垃圾分类的政策产品定位前后对比
概念 形象 目标 话语

常规化宣传 垃圾、废弃物 脏、臭、无用 卫生、干净、无害化卫生话语
营销式施政 资源、城市矿产 可再生利用 回收、利用、资源化资源话语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另一方面，政策产品被重新包装。案例中，“垃圾分类”在宣传话语中转变
为“垃圾分类处理”，即涵盖了从源头到末端的垃圾处理全流程。这样一来，
“垃圾分类处理”变成统合前端减量化、资源化和后端无害化处理的“总抓
手”，成为治理“垃圾围城”的核心论述。按照这一逻辑，垃圾分类不仅是一项
市民行为，而且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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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如此，前端分类与后端处理是政策组合，二者不可或缺，垃圾分类和垃圾
焚烧项目上马并不矛盾，且要共同发力。在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以此坚持
“两手抓”，使用“组合拳”，在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宣传推广垃圾分类的同
时，也借由“循环经济产业园”“资源热力电厂”和“生态循环园”等新概念消
解公众“邻避”认知并推进无害化设施建设。

市委、市政府决定以垃圾分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这是深入分析当前形势和解决“垃圾围城”危机作出的战略决策……此项
工作很难，但目前要为解决“垃圾围城”危机打开缺口，争取社会的广泛
支持，我们别无选择。（广州市城管委主任李廷贵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在市城
管委和市城管局工作部署会议的讲话）（李廷贵，２０１０）

表２　 垃圾分类的政策产品包装前后对比
内容 特征 操作

常规化宣传市民行为 分类投放 设置垃圾分类设施（如垃圾桶）
营销式施政系统流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家户分类垃圾袋、厨余收集桶、分类运
输车、分拣中心、循环经济产业园、资
源热力电厂等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其次，政策营销是政策产品的递送过程，政策需要借助中介代理送达受众
（科特勒，２００１）。因此，政策营销需要构建“通路”，即促使产品或服务顺利
被使用或消费的一整套设计（Ｓｔｅｒｎ ＆ ＥＩ － Ａｎｓａｒｙ，１９９６）。在很长时间中，中国
的地方政府主要依靠体制内机构自上而下推行公共政策，但晚近以来则越来越
强调结合体制外机构的优势（Ａｓｃｈｅｒ，１９８７；Ｈａｒｄｅｎ，１９９２）。案例中，地方政
府共时态地发动体制内外的政策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某项活动中，包括基层组织
（如街道、居委会）、社会力量（如公咨委、环保组织）、媒体和企业等，使之
助力推销垃圾分类。

通路构建有助于形成营销的密集网络，实现多主体的精准的、高效的政策
传递。譬如，在互联网时代，政策受众的注意力会受政治变化、焦点事件和意
见领袖等牵引而发生变动，因而，吸收政策受众中的“关键群体”和“积极分
子”，把政策营销工作部分交给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草根精英，借助他们的表述和
渠道传播给外围普通公众，既可以降低政策营销的行政成本，也有利于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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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参差不齐的情况下细分受众，激活关键力量，推进分层营销。又如，媒
体是公众注意力和需求点的引导者，因而，政策营销的媒体选择、使用和整合
对传达政府意志、解释政策方案和推动公众参与非常重要。案例中，广州市携
手传统纸质媒体和新兴社交媒体向公众推送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信息，呈现新
旧各类媒体整合传播的格局，形成政策议题公共领域，激活市民讨论和参与。

这里的关键是激励各类参与主体。就基层组织而言，正如前文所述，压力
型行政体制的上率下行、舆论监督等提供了政策营销的动力。就社会力量而言，
公咨委平台的搭建为有意愿、有能力的市民提供了制度参与管道和社会荣誉。
就媒体而言，政府一是借助与媒体的通联机制，以政府新闻通稿、政策意见透
露等形式向媒体提供相关政策动向，对媒体活动和新闻传播给予支持；二是与
媒体进行相关主题的业务合作；三是让媒体参与垃圾分类试点，体验垃圾分类的
实况与困难，从而促进正面报道。就企业而言，垃圾分类的推行可以催生新的产业
增长点，带来政策补贴、扶持项目等新的制度红利，从而获得商机和利益。

表３　 垃圾分类政策营销通路构建
营销通路 激励方式

基层组织（如街道、居委会） 主官命令、评估问责、舆论监督
社会力量（如公咨委、社会组织） 提供参与管道、赋予社会荣誉

媒体机构 传播支持、领导站台、业务合作、实践参与
市场企业 商业契机、政策利好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做得好的，三率（垃圾分类公众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比较高的，
要巩固，还有差距的，要迎头赶上，形成一个比学赶帮的样本……现在是
表扬几个区（做得好的），到年底，没做到就要批评几个区，要明确政府责
任，要问责……（垃圾分类）财政资金已经拨下去了， （分类工作）要到
位，如果没有到位的，我们就停止拨款……（广州市长陈建华在垃圾分类
百日试点小结会上发言）（陈建华，２０１２ｂ）

印象很深，陈市长刚上任，把同城媒体都邀请了过去，还点名邀请了几
个反焚烧的刺头，就听大家的意见……我觉得他把自己当作了和媒体交流
的筹码，你（媒体）帮我宣传，我帮你站台……同城媒体有竞争，所以我
们连市长要出席三大媒体的垃圾分类活动，究竟是先到谁那里后到谁那里，
我们都很在意的，说白了，我们参与分类宣传是对垃圾分类这个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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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责任的体现，也可以借由市长的站台和报道传播和提升报纸品牌
……（作者对Ｄ报中层干部Ｐ的访谈。访谈资料编号：Ｐ２０１４１２１８）

我的想法就是你们媒体自己去搞分类，你们看看难度有多大……说句不
好听的，在（２０）１２年以前，媒体批评我们的多过表扬的，很多时候这个
事情我是正面说的，它也可以反过来批评我……我那个时候跟这些媒体人
说，你跟我说垃圾怎么分类，你能不能回答得出来，如果你不能回答出来，
你就知道这个工作的难度，你要知道我这个工作不是不做，你要给我时间
做，给我步骤做，相信政府在做而不是不做……（作者对广州城管委Ｙ处
长的访谈。访谈资料编号：Ｙ２０１４１１０７）

最后，政策营销还必须对公众进行说服，这一过程即面向公众的促销（科
特勒，２００７）。这里的关键是，政府无法仅靠占据道德制高点要求公众接受以未
来不可预期获益抵消短期直观损失的政策，营销目的在于促使公众发自内心认
同政策而非被迫接受。它需要让公众了解政策产品，提升认可度和购买欲，从
而支持政策执行。

在这其中，政府主官的公开站台塑造了戮力推进政策的施政形象，它既是
对相关部门和基层政府的执行督促，也是对公众公开表态政策实施决心。同时，
政府官员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形式现身解释和宣布政策，既增强了政策互动过程
中的政府回应性，又强化了媒体、社会组织等的参与效能感。此外，基层组织
的政策实践、社会力量的对策建言、媒体机构的舆论传播和市场企业的政策参
与强化了促销的综合性、层次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见表６）。

表４　 垃圾分类的营销通路与促销方式
营销通路 促销方式

基层组织街道、居委会 政策和知识宣传、设备配置、志愿者招募、政策试点
社会力量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 民意调查、需求反馈、政策建言

业委会、村委会 需求反馈、政策宣传、组织分类
社会组织，特别是环保ＮＧＯ 民意调查、社区劝导、政策倡导

媒体 传统媒体、新媒体 议题曝光、政策和知识宣传、舆论监督
企业 市场企业 新技术（如堆肥、粉碎）供给、政策宣传、小额激励

物业公司 政策和知识宣传、工作引导，设备维护
环卫公司、环卫工 知识宣传、社区劝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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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宣传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各类媒体覆盖率，增加信息曝光
率，针对不同的人群，补充深度沟通的媒体。依托报社、媒体、社区、有
社会责任的企业等社会资源，构建立体式的宣传网络和文化传播体系，推
动广州垃圾分类视觉化、品牌化、文艺化、立体化发展，形成城乡统筹、
形态丰富、特色鲜明的垃圾分类处理多层次形象传播体系，推动垃圾分类
品牌化并成为广州标志性城市文化之一。（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５）

在此基础上，政策促销呈现出一幅密集动员的政策图景，高频率的政策传
播和活动实施提升了政策产品（垃圾分类）的可见性和品牌度。这一过程以宣
传教育为核心，同时也伴随着对公众的物质激励，即用价格机制和经济杠杆诱
导公众参与政策执行，譬如奖励垃圾分类积极个人和家庭等。

从前年７月１０日到现在，我最大的体会是抓住了学校，抓住了学生，
抓住了教育，就抓住了垃圾分类的根本……（广州市长陈建华２０１４年４月
３日在广州市固废办垃圾分类处理专题工作会上讲话）（张林，２０１４）

任何时候，市民的宣传教育不能放松。在这个教育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东
西是你要给他信心，所以你要给他有东西看，如果你给他看的东西都是不
好的话，应该说让他有信心就很难了……（作者对城管委Ｙ处长的访谈。
访谈资料编号：Ｙ２０１４１１０７）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以广州市垃圾分类为例探讨了政策营销的地方实践。案例描述表明，
依靠行政指令和强势执行推进公共政策已不是地方政府政策过程的全部事实。
在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已经初步具备了政策营销的意识和动力，并试图通过与
各利益主体的互动，推动公众的政策接纳。

在中国语境下，地方政府的政策营销有其特定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技巧。地
方政府争夺政策议程、回应上级压力及其社会动员困境是促成政策营销的三个
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重新定位和包装政策产品、构建多元营销通路和开展
促销活动是政策营销的主要方式。这一过程塑造了听取民众政策意见的政府形
象，有利于强化公众的政府信任，为政府对公众的政策参与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诱之以利创造条件，为政策调整和优化营造机会空间，体现了地方政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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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开门”参与和“磨合”互动（王绍光、樊鹏，２０１３）寻求政策共识的努
力，体现了地方政府的治理学习和适应能力。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营销有其独特性。在欧美国家，政
策营销是一个系统流程，包括分析现实政治形势和政策环境，继而确定营销目
的、细分目标受众、决定政策的市场定位，并设计出有效的营销组合（产品、
价格、渠道、促销），同时还包含政策评估、预算和实施计划。这一往往耗时漫
长的政策营销计划或项目是政府提升政策绩效的保证，同时也呈现出灵活性和
时间敏感性不足、效率不高等特点。相较而言，中国的地方政府面对的是缺乏
竞争者的政策市场。政策营销过程依赖行政官员的推进，因而往往受制于领导
和部门的施政风格，部分呈现“运动式”推进的特征，能否持续具有不确定性。
同时，地方政府的营销主要着力于宣传教育，虽然它们也有意使用价格杠杆影
响公众的政策购买行为，但是政策产品设计缺乏定价机制，因而难以塑造公众
的成本意识，进而巩固政策购买行为。最后，政策营销缺乏社会信任的环境支
撑，容易出现政策的质疑和观望行为，这也会让营销效果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政策营销的中国实践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这一
过程激活了公众参与，带来了政策过程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诸种可能性。在此过
程中，政治精英、行政系统、草根领袖和普通民众能否以及如何围绕某一政策
互动达成共识、形成执行合力，成为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的现象。同时，政策
营销也提供了观察政府与公众互动的新视角，未来的研究可以就此开展更多的
问题讨论，譬如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政府、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国的
不同地方政府存在怎样的政策营销差异？为何地方政府有些时候开展政策营销，
有些时候则直接诉诸行政强制推进？何种因素影响了政策营销的成与败？等等。
本文仅为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艾云（２０１１）． 上下级政府间“考核检查”与“应对”过程的组织学分析———以Ａ县“计划生育”

年终考核为例． 社会，３：６８ － ８７．
陈敦源、鲁炳炎（２００８）． 创造共识：民主政治中的政策行销管理． 研考双月刊，３２（２）：
３ － １５．

陈建华（２０１２ａ）． 广州全市垃圾分类处理部署动员大会直播． 第五项议程：广州市长陈建华讲
话． 腾讯·大粤网：ｈｔｔｐ：／ ／ ｇｄ． ｑｑ． ｃｏｍ ／ ｚｔ２０１２ ／ ｌａｊｉｃｈｕｌｉ ／ ．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３日访问．

陈建华（２０１２ｂ）． 广州市长陈建华在垃圾分类百日试点小结会上发言． 田野笔记（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２１日）

陈建华（２０１３）． 第二届岭南论坛会议实录． 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建华主旨演讲． 财新

０５１

◆专栏：政策动员与执行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网：ｈｔｔｐ：／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ａｉｘｉ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３１ ／ １００５０８４２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１日访问．
菲利普·科特勒（１９９７）． 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第８版）． 梅汝和、梅清豪、

张桁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菲利普·科特勒（２００１）． 营销管理（新千年版·第十版）． 梅汝和、梅清豪、周安柱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菲利普·科特勒、李南西（２００７）． 科特勒谈政府如何做行销． 郭思妤编译． 台北：培生出

版社．
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２）． 关于推进全民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意见（穗府〔２０１２〕２４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５）． 广州垃圾分类处理社会动员规划（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
韩博天（２００８）． 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 开放时代，５：３１ － ５１．
何增科（２００７）．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一项初步的经验研究．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２：８ － １３．

黄国敏、张碧琴（２００９）． 观光产业行销策略规划：新竹县个案分析． 中华行政学报，６：
６１ － ９３．

李凡（２００８）． 地方政府创新式民主的出现和发展． 今日中国论坛，６：１７ － ２０．
李廷贵（２０１０）． 市城管委主任、书记、市城管局局长李廷贵在市城管委和市城管局工作部署

会议的讲话：抓住重点，突破难点，统揽全局，整体推进全面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广州
城管官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ｚｃｇ．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ｉｎｄｅｘａｒｔｓｉｄ ／ １５２１．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３日访问．

丘昌泰（２０１１）． 政府施政与民众感受之间的连接器：政策行销． 研习论坛月刊，９（１２９）：
１ － ３８．

裘萍（２０１０）． 提到垃圾分类，李廷贵说“真难”． 南方都市报，３月１８日（第ＡＩＩ０３版）．
苏伟业（２００７）． 政策行销：理论重构与实践． 中国行政评论，１６（１）：１ － ３４．
谭罛（２０１３）． 境外“公共政策营销”研究的文献综述． 前沿，４：１５３ － １５５．
谭罛（２０１４）． 政策营销：源流、概念、模式与局限． 中国行政管理，１：２８ － ３１．
谭罛、严强（２０１４）． 从“强制灌输”到“政策营销”———转型期中国政策动员模式变迁的趋势与

逻辑． 南京社会科学，５：６２ － ６８．
田欣（２０１１）． 热心推广垃圾分类或得５００元奖励． 广州日报，９月８日（第Ａ１９版）．
王聪聪（２０１３）． 我国超三分之一城市遭垃圾围城侵占土地７５万亩． 中国青年报，７月１９日

（第０８版）．
汪腊（２００９）． 论政策营销理论在“限塑令”实施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上海：华中科技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
王绍光（２００６）．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５：８６ － ９９．
王绍光、樊鹏（２０１３）． 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万宇（２０１４）． ６３ ６％ 居民大概了解垃圾分类． 信息时报，６月２７日（Ａ１２版）
熊元斌（２００８）． 旅游业、政府主导与公共营销．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杨爱平、余雁鸿（２０１２）． 选择性应付：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以Ｇ市Ｌ社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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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社会学研究，４：１０５ － １２６．
俞可平（２００８）． 改革开放３０年政府创新的若干经验教训．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３：１９ － ２１．
杨晴宇（２００３）． 台北市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行销之研究．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论文．
杨雪冬（２０１２）． 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 社会科学，１１：４ － １２．
朱静（２０１１）． 政策营销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竣杰（２０１３）． 国家森林游乐区行销策略之研究———以满月圆国家森林游乐区为例． 中国行

政评论，１９（４）：２５ － ４４．
张林（２０１４）． 市城管委主任危伟汉向市长吐苦水———“垃圾分类没那么简单！”． 羊城晚报，４

月４日（第Ａ０９Ｇ版）．
章兴鸣（２０１３）． 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营销研究． 现代经济探讨，５：４３ － ４６．
郑锷、刘晨（２００７）． “行政监察”的政策营销问题初探． 理论观察，１：７３ － ７５．
周月鲁（２００５）． 水土保持政策营销模式研究． 中国水土保持，１１：９ － １１．
朱亚鹏（２０１４）． 协商民主的制度化与地方治理创新：顺德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经验及其启

示． 公共行政评论，２：２ － ２２．
朱亚鹏、肖棣文（２０１４）． 政策企业家与社会政策创新． 社会学研究，３：５６ － ７６．
Ａｌｔｍａｎ，Ｊ． Ａ ． ＆ Ｐｅｔｋｕｓ，Ｅ． （１９９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 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７：３７ － ５１．
Ａｓｃｈｅｒ，Ｋ． （１９８７）．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Ｂｕｔｌｅｒ，Ｐ． ＆ Ｃｏｌｌｉｎｓ，Ｎ． （１９９５）．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１：８３ － ９６．

Ｂｕｕｒｍａ，Ｈ． （２００１）．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３５（１１ ／ １２）：１２８７ － １３０２．

Ｃｈａｐｍａｎ，Ｄ． ＆ Ｃｏｗｄｅｌｌ，Ｔ． （１９９８）．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
Ｐｉｔｍ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ｆｆｍａｎ，Ｌ． Ｌ． （１９８６）． Ｐｕｂｌｉｃ －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Ｇｒｏｓｓ，Ｃ． Ｗ． ＆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Ｒ． Ｔ． （１９８７）．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ｅ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Ｈａｒｄｅｎ，Ｉ． （１９９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ｎａｖｅｌｙ，Ｋ． （１９９１）．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１（４）：３１１ － ３２６．
Ｓｔｅｒｎ，Ｌ． Ｗ． ＆ ＥＩ － Ａｎｓａｒｙ，Ａ． Ｉ． （１９９６）．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Ｕｐｐｅｒ Ｓａｄｄｌｅ Ｒｉｖｅｒ，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

Ｍａｕｓｅｒ，Ｇ． （１９８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ｒａｅ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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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ｇｅ，Ｂ． Ｉ． （１９８３）． Ｗｈｏ Ｇｅｔｓ Ｗ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ｌｓｈ，Ｋ． （１９９４）．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８

（３）：６３ － ７１．
Ｗａｔｚｋｅ，Ｇ． Ｅ． ＆ Ｍｉｎｄａｋ，Ｗ． Ａ． （１９８７）．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ｉ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９（２）：
１５３ －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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